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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嵌入专业化服务是当前互联网融合农业的具体实践形式之一，农户对其响应程度

直接影响到未来“互联网＋农业”发展的生命力。 本文以湖南省益阳市“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为例，
阐述“互联网＋”嵌入专业化服务的具体运作模式，分析农户响应“田田圈”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研究

发现，农户经营的耕地规模是影响其加入决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并且服务的农户面积规模对其加

入决策具有正向影响。 结合“田田圈”运作模式与农户响应意愿分析，认为后续“田田圈”的发展需真

实有效地对接农户生产需求与完善信息上行通道，同时警惕资本助推互联网垂直改造农资流通市场

下的撤资风险和避免竞争加剧所导致的农村用户群体流失。
关键词：“互联网＋” ；专业化服务；农户响应；分工协作；“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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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５ 年，在思索中国改革创新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浪潮下，“互联网＋”的概念被注入

了更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和内涵，对其寄予厚望并被一致认为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转型和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通俗来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 ，但这

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

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迸发出新的产业生产力。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互联网＋”所连接

或跨界融合的行业，已经涉及工业、农业、金融、交通、旅游、教育、医疗服务改革、智慧城市建设

和政府治理等方面。 在这其中，“互联网＋农业”拥有着巨大潜力、市场空间和现实意义，甚至被

认为是推动未来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之一 ［１］ 。 然而，严峻的事实也告诉我们，探索“互

联网＋农业”的具体路径或实践形式的道路才刚刚起步 ［２］ ，“互联网＋农业”具体指什么？ 农村有

没有支撑“互联网＋”的基础条件？ 具体的“互联网＋农业”应该怎么做？ 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

鉴？ 这一系列问题都尚不完全清晰。
从国外农业发展经验来看，互联网技术已在全球农业生产领域得到快速普及与应用。 在欧

美等国家，农户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进行跨区域农资采购和农产品销售已十分普遍 ［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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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国外，中国互联网在农业的运用如何呢？ 退一步来说，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有没有支撑“互

联网＋”的基础条件呢？ 自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村通工程”为代表的农村信息化建设，通过十几年的

努力，广播电视、电话、互联网及宽带已基本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覆盖到行政村 ［７］ 。 到 ２０１４ 年，农
村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８４．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互联网技术在农村迅速覆盖，手
机作为互联网平台的优势迅速释放，也使互联网技术与各类互联网入口向农村区域渗透成为可

能 ［８］ 。 可以说，信息化建设所搭建的硬件平台和农村不断增长的互联网（电脑或手机终端等）
用户群体，为“互联网＋农业”创造了非常可观的发展空间 ［９］ 。

进一步，借鉴于国外互联网与农业融合的案例经验，互联网正对农业产业链进行全面改

造 ［１０］ ，涉及农资销售、中介服务、土地流转到农业生产、农产品（如生鲜果品、土特产）销售等，
一批批具备互联网思维的农业企业或涉农组织在农业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积极布局，尝试利用

互联网探索各种商业模式 ［８，１１－１２］ 。 目前，正在逐渐深入农村的诸多“互联网＋农业”的企业或组

织，其中典型代表是电商下乡，如淘宝农资、京东农资、一亩田、农商 １ 号与田田圈等，所涉及的

业务范围不仅包括农村物流、存储及农资销售，还积极参与传统农业生产分工及服务 ［８，１３］ 。
以农资电商之一的“田田圈”模式来看，其运作模式正积极改变和影响传统农资企业的“生

产＋经销商＋种植户”的经营模式，“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将农业数字化、信息化系统嫁接到农

资销售渠道，完成农资生产商向农资服务平台运营商的转型，所辖业务不仅向农户供应优质农

资产品、市场信息与技术服务，还参与农业生产分工细化和新组织模式创新。 垂直电商所拥有

的一体化与多层次的信息下行、上传通道，有效地衔接了技术指导、市场拓展与安全监管，使得

农业生产者享受到更多的农产品附加值增值利润，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优质、特色的农副产

品，从而促使了电商平台业务增长和生产者利益保障的共赢。
然而，当前中国关于“互联网＋农业”的研究资料多数集中于理论探讨层面，调查及实践层

面上也较多地关注到农村居民或农民在日常生活方面的互联网使用意愿、现状、行为特征与发

展问题剖析等 ［５，１４－１５］ ，而关注农业生产的针对性研究较少，更是缺少农业生产上具体的“互联网

＋农业”如何开展的经验分析。 不可否认，“互联网＋农业”是一个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且逐步完

善的计划，其中“互联网＋”嵌入专业化服务是现阶段中国互联网融合农业的具体生产实践形式

之一。 嵌入互联网因素的专业化服务如何运作？ 以及农户如何响应和相关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加以明晰。 因此，本文以运行于农业生产一线的“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

为研究对象，分析“互联网＋”嵌入专业化服务的运作模式，以及农户对其响应的态度与影响因

素，揭示农业生产中“互联网＋农业”的具体经验与可能存在的问题，为有关部门制定推进“互联

网＋农业”的政策提供一个直观的实践依据。

二、“互联网＋”嵌入专业化服务的运作模式：“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

“互联网＋”融合农业具有多个连接点，其中嵌入专业化服务仅是当前农业生产实践中开展

形式之一，而“田田圈”则是现有运行生产专业化服务的农资电商之一，其运作模式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 “田田圈”除了通过构建生产、经销、零售和农户的产业链条销售农资产品外，还整合

开发了专业种植指导人（ ＰＣＡ）和农业金融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 Ｏ２Ｏ 服务平台，为终端生产者

（包括规模农户和小散农户）提供种植技术指导、金融贷款服务、病虫害专家服务、农资产品购

销和生活服务等多项涉农专业化业务（详见图 １） 。
梳理“田田圈”的产业链运作能够发现，依附于组织结构存在着两条传递通道：（ １）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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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零售与农户的产品销售通道。 产品销售通道的组织内部化及结构扁平化①，降低了终端农户

购进农资产品的价格，也有效保障了农资产品质量。 （２）信息数据传递的上、下行通道。 目前，
依托产业链运行的信息数据下行通道保持畅通，诸如生产技术、农情农事监测和市场动态资讯

等农业生产信息，可通过互联网平台传递到村镇服务中心或以短消息推送给农户。 但受限于线

下的互联网及移动终端平台的开发进度，各链节点的信息数据上行通道还处于调试阶段。 可以

预见，未来“田田圈”将形成农集网②（ ＰＣ 端）和“田田圈” ＡＰＰ（移动端）两个运营平台，全方位

且及时提供农业生产信息（如推送农事操作提醒、提醒农情监测、灾害预警与指导用药等） 、发
布农业资讯（如最新农业资讯、技术文章与市场动态信息）和搭建朋友圈交流平台（如畅聊农技

心得与分享种田经验等） ，减少遗误农时所带来的损失，并构建新型的互联网农业生态系统。

图 １　 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运作机制

归纳“田田圈”的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纵、横与深度三个方面。 在纵向上，“田田圈”不仅

是优质农资产品电商之一，还积极构建专业化的技术指导、金融服务和生产组织（如社会化服务

组织与生产销售组织等）的培育，延伸了传统农资电商的产业链，形成一套完整的农资销售到技

术服务具体实施的农业生产链条。 在横向上，依托互联网的有利条件，降低了农户的生产信息

获取及技术服务的费用与成本，保障了农户生产的经济利益，从而呈现出覆盖面和用户群体不

断拓展的趋势。 在深度上，“田田圈”表现为“互联网＋”平台下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通过在

关键节点嵌入相关数据采集和上传手段，可将更多生产信息记录、生产监测和市场需求等信息

写入后台服务器，再通过数据接口，向农产品质量安全部门、优质产品搜寻（识别、采购）公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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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不同于常规电商通过网上直销或低价抢购等方式，“田田圈”跳过了传统渠道来抢占市场的做法，“田田圈”和县级经

销商共同出资成立县域综合服务中心，加盟的零售商则变身为“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员工。 从过去的厂商到经销商、再到

零售店、最后到农户的 ４ 级体系变为现在的厂商、经销商、零售店联盟的“厂商一体化” ，直接到农户的扁平化结构。 资料来

源：ｈｔｔｐ： ／ ／ ｈｅｌｐ．３ｇ．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５ ／ ０８３１ ／ １２ ／ Ｂ２ＢＪ６Ｐ４Ｎ００９６４ＫＢＵ．ｈｔｍｌ。
农集网是“田田圈”的农资销售 Ｂ２Ｂ 平台，基于现有的农村市场以区域定价和分销定投的农资分销模式的特点，有针

对性地打造包含产品体系、物流配送和专业服务在内的各类能力，打通农资销售的线上线下，并最终形成更贴近农村市场的

新的经营模式。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ｔｎｅｗｓ． ｃｏｍ．ｃｎ ／ ｔｒａｄｅ ／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４２２８６．ｈｔｍｌ。



者金融征信机构，从而推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数据共享。
然而需要指出，“田田圈”作为新兴并不断探索成长的组织，客观上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其

“互联网＋”嵌入农业生产的程度仍有待深入，而现已开展的专业化服务主要集中于专业技术指

导服务、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和生产联合组织构建等。 以“田田圈”的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来

看，“田田圈”通过对加入农户①（多以规模种植户与种田能手等）进行 ＰＣＡ 技术培训与指导，将
具备统防统治专业化服务技能的农户编组成为专业化服务机构，向周边（小散）农户提供病虫

害防治的专业化服务，拓展和培育农村专业化服务市场和受益群体，最终实现“田田圈”提供技

术和药品、专业机防手提供田间服务和农户接受服务的多层级运作模式，实现多主体的经济收

益共同增长。

三、分析框架与假说

“田田圈”作为进入农村及农业生产的新兴事物之一，在每个农户为理性生产者的假设下，
农户对其响应的态度可能是观望、不加入或加入，这其中农户选择加入“田田圈”则主要取决于

加入与否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增加。 按照成本收益分析法，农户在进行加入“田田圈”决策时，
当加入的综合收益大于初始收益（Ｒ０）时，才有可能执行加入意愿，可以设定农户加入“田田圈”
决策的数学表达式为：

∫ Ｔ
０（Ｒ１－Ｒ０） ｅ

－λｔｄｔ＞０ （１）

式（１）中，Ｒ１ 表示农户响应“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后的经济收益，为一个多期收益累计现

值形式。 λ 表示贴现率，ｅ－λｔ为贴现因子， ｔ 为贴现时间。 在“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未进入农业

生产时，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Ａ）和非农生产活动（ＮＡ） ，其初始收益为：
Ｒ０ ＝ （ ｐＡ·Ｑ－Ｃ）Ａ（ ｔＡ ｜ Ｅ） ＋ω·ｔＮＡ （２）

其中，ｐＡ、Ｑ 和 Ａ 分别表示农业（或水稻）的单位产品价格、单位面积产量和耕种面积，Ｅ 表

示农户耕作规模的外在约束，如资金、技术条件与所在地区农地规模及流转程度等。 Ｃ 表示农

业单位面积的生产成本，ω 和 ｔＮＡ分别表示劳动工资率和非农劳动时间。
当“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进入农业生产后，按照农户的不同响应形成三条路径：一是选择

观望或不加入，其收入仍如式（２）未发生变化；二是选择加入的农户经过“田田圈”专业培训后

成为专业化服务（如病虫害统防统治或联合生产等）的供给者；三是部分农户选择“田田圈”的

专业化服务，而使得自身的劳动配置发生变化。 上述三种农户对待“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

不同响应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可以表示为：
Ｒ１ ＝ （ ｐＡ·Ｑ－Ｃ′）·Ａ′（ ｔ′Ａ ｜ Ｅ） ＋ｐＳ·Ｓ（ ｔＳ） ＋ω·ｔ′ＮＡ （３）

式（３）中，ｐＳ 和 Ｓ 分别表示专业化服务的单位价格和服务面积，同时专业化服务的运作面积

受到自身劳动时间 ｔＳ 的约束。 这里，假设短期内农业单位产出水平、单位产品价格和非农劳动

工资率均不发生显著变化。 对比式（２）与（３）能够发现，“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进入农业生产

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的生产选择，也导致农户劳动时间（ Ｔ）配置的变化，有 Ｔ ＝ ｔＡ＋ ｔＮ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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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 １ 中，“田田圈”服务的农户具有两层结构：一是规模种植户与种田能手等，这类农户往往具备较高的生产专业化

技能及自身对技术需求的内在激励，从而促使其接纳与融合“田田圈”的程度较高。 “田田圈”的 ＰＣＡ 技术培训致使其功能定

位具有上下两方面，即向上接受“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技术指导，向下为其他农户提供专业化服务及生产技术指导。 二是

小散及兼业型农户，这类农户加入“田田圈”的形式多样，既可直接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也可就近或自行选择上一层

级中的规模农户以接受专业化服务。 以上两层结构，增加了农业信息在组织层级中的流动效率，例如小散农户或兼业农户的

技术服务需求（突发生产舆情、用药详情等） ，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反馈给“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也可直接联络上一层级中

的规模农户，从而提高了生产信息的应对速率和解决路径的灵活性。



ｔ′Ａ＋ ｔＳ＋ｔ′ＮＡ。
因此，影响农户是否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收益差 Ｄ（Ｒ）表示为：

Ｒ１－Ｒ０ ＝ ｐＡＱ·（Ａ′（ ｔ′Ａ） －Ａ（ ｔＡ） ） －（Ｃ′Ａ′－ＣＡ） ＋ｐＳＳ（ ｔＳ） ＋ω（ ｔ′ＮＡ－ ｔＮＡ） （４）
式（４）中，农户是否加入“田田圈”的收益变化取决于农业耕种规模变化 Ａ′（ ｔ′Ａ） －Ａ（ ｔＡ） 、生

产成本变化 Ｃ′Ａ′－ＣＡ、专业化服务收益 ｐＳＳ（ ｔＳ）和非农生产活动收益变化 ω（ ｔ′ＮＡ－ｔＮＡ）四个方面。
因此，农户是否加入“田田圈”的行为决策函数可以表示为：

ｙ∗ ＝ ｆ（Ａ，Ｃ，ｐＳＳ，ＮＡ ｜ Ｔ） （５）

式（５）中，ｙ∗是一个包含农户加入“田田圈”概率的潜变量，这一加入行为决策在理论上受

到农业耕种面积、农业生产成本、专业化服务收益和非农生产活动的综合影响，其中劳动时间 Ｔ
是主要的外在约束条件。

结合目前“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经营业务来看，加入“田田圈”的农户收益主要体现两

方面，一是“田田圈”农业生产“节本增收”型业务与农户生产需求的对接，例如质量可靠和价格

优惠的农资产品供应、及时准确的生产信息发布和农产品销售市场搜寻等。 二是依托“田田

圈”所构建的专业服务与生产经营方式的深化和革新，如构建生产专业化服务组织和新组织创

建（互联网平台下的金融互作、产品加工或产品销售）等，使得农户从单一的生产者向生产与专

业化服务供应的复合型身份转变。 对于上述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农户来说，在农村

生产成本短期未发生明显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劳动配置于专业化服务的收益能否抵消农业劳动

和非农劳动减少所导致的收益损失，是衡量收益差 Ｄ（Ｒ）或者加入行为决策 ｙ∗的关键，也是后

期加入农户继续跟进的根本动力①。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３ 个假说：
随着农户规模经营的不断演进，规模扩大和产业链延伸所带来的劳动配置、资金流动、信息

及技术获取、营销渠道构建和风险规避等问题，逐渐突破了单个农户家庭所能运作的作业范

围 ［１６］ 。 出于应付调度农业生产，同时稀释单个农户的经营成本和降低交易成本目标所产生的

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激励 ［１７］ ，规模农户具备户间合作和寻求组织协作的激励动机，尤其在“互联

网＋”的发展影响下，利用新兴的组织形式或运作特点，达到稳定生产和增加收益的目标。 因此

提出假说 １：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对其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
􀆟ｙ∗ ／ 􀆟Ａ≥０。

规模农户或种田能手是“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 ＰＣＡ 培训的主要对象，也是连接“田田圈”
农业服务中心与小散农户之间的主要渠道之一。 “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利用农户在生产过程

中寻求户间纵向合作的基础，将农资销售和多种业务嵌入合作组织，减少了合作组织的交易成

本和信息搜寻成本，为合作组织解决生产需求的同时，也开拓了农村专业化服务（如病虫害统防

统治等）的市场和条件。 因此提出假说 ２：村镇内需要或接受生产专业化服务的农户越多，越容

易促使农户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即 􀆟ｙ∗ ／ 􀆟Ｓ≥０。
随着生产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演进，可能对原有的农业生产模式形成冲击，尤其是加入“田田

圈”农业服务中心的农户由生产者向专业化服务者转变的过程中，为了更优地调配劳动以获取

自身农业生产和专业化服务之间的最大化收益，可能会促使部分农户采取减少水稻种植面积或

者缩小双季稻种植面积或采用单双搭配的方式，避开双季稻生产的劳动用工约束。 因此提出假

说 ３：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农户水稻生产模式变化，对其加入“田田圈”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即 􀆟ｙ∗ ｜ 􀆟 ｜ Ａ′－Ａ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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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式（ １）是基于农户加入田田圈行为决策变化后的综合收益的角度考虑的，当 Ｄ（Ｒ） ＜０ 或者至少在后续的预期收益无

法转正的情况下，式（ １）将退化成一期形式。



四、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利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相关因素对农户响应“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影响程度并

检验相关假说。 由于大量农户没有直接参加“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被解释变量是二元选择

的类型，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检验相关因素对农户是否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决策影响，其
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ｙ∗ ＝ α０＋∑ｉ α ｉＸ ｉ＋∑ｊ β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Ｔ＋Ｄ＋ε

ｙ ＝ １［ ｙ∗＞０］{ （６）

式（６）中，ｙ 是被观测变量。 Ｘ ｉ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主要有农户家庭经营的耕地面积、服务

的农户面积规模和农业生产模式选择；解释变量 Ｔ 和 Ｄ 分别表示时间变量和村层面的虚拟变

量，其中 Ｄ 以农户所在村镇与“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之间的距离表示；α ｉ、β ｊ 和 ε 分别表示估计

参数和随机误差项。
表 １　 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性说明

变量 指标定义
加入户 未加入农户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是否加入“田田圈”的农户（户） １ ＝加入，０ ＝未加入 １６７ １８０ １６３４ １１８６

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亩） 当年农户的水稻种植面积 １７０．０７ ２０５．２６ ３４．６９ ６２．４２

服务的农户数量（户） 区域机防手或站点服务的农户数量（均值） ８．３６ ８．５４ — —

服务的农户面积规模（亩） 区域机防手或站点服务的农户水稻面积（均值） ３５８．９１ ６７７．９８ — —

农业生产模式选择 单季稻种植面积与水稻种植总面积之比 ０．３５８ ０．４４９ ０．３２４ ０．３４１

年龄 岁 ４５．９７ ４５．９９ ４９．６７ ５０．５１

受教育程度 １ ＝小学及以下，２ ＝初中，３ ＝高中，４ ＝高中以上 ２．０９６ ２．１６１ １．９８７ ２．０２１

家庭年收入水平（万元） 当年家庭总收入 １５．５２２ １６．４９１ ８．９４９ １０．２８９

是否参与金融信贷 １ ＝有短期信贷行为，０ ＝没有 ０．１４９ ０．２４４ — —

农户距离“田田圈”服务

中心的路程（公里）

农户所在村距离“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车程 １９．６１６ ２０．５３１ ２１．９６０ ２２．８５７

村庄的农户数（户） 农户所在村庄的农户数量 ３５４ ３４４ ３６４ ３５９

　 　 　 注：湖南省沅江市是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产粮基地，表中种植面积指水稻种植面积，非耕地面积。

农户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行为因素是多方面的，需要设置一系列控制变量①（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ｊ） 。 为了保证控制变量设置的科学性，我们主要是基于经典经济理论和相关文献进行选择，
具体说明如下：（１）农户家庭及生产经营决策者的特征，设置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水

平 ［１８－１９］ 。 （２）生产行为约束特征，设置金融信贷变量。 农户生产上的金融信贷约束突出表现为

瞬时支付资金的紧张，如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和农资购置费等，而农资赊欠或挂账、户间拆借、银
行或信用社短期抵押贷款是农户面临资金约束的主要应对办法，而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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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本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对农户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解释仅从土地规模与水稻生产模式两个

角度进行阐述，存在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可能性，例如农户自身对“田田圈”的认识程度，以及农户家庭内部决策机制（如兼

业情况、劳动力情况）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响应行为。 然而，受限于“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成立时间较短，其组织形态

及运作模式仍处于探索完善的初始阶段，农户响应或加入的内在机制也有待持续观察。 上述客观原因，导致当前短期内梳理

完全清晰的农户响应机制与获取相关数据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存在较大难度，但上述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缺陷，会随着后续

研究的深入而加以不断完善。 以上存在的问题，是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心利用产业链的信贷支持业务，则能缓解农户的金融约束。 （ ３）农户分布的村庄信息，设置村

庄的农户数。 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 １。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湖南省益阳市春旺“田田圈”草尾体验店提供的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农户（水稻种植户）数据，该数据为两层结构：一是田田圈 ＰＣＡ 培训的规模农户或种

植大户；二是接受以规模农户或种植大户为基础所建立的区域服务站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农户，
数据内容主要包括农户特征、种植信息、联系方式与地理分布等，其中一部分农户家庭收入和生

产经营决策者的特征信息通过电话访问的方式得到。

五、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样本的统计描述

益阳市春旺“田田圈”草尾体验店位于沅江市草尾镇，目前门店除了销售（或短期赊欠）农

资产品外，还通过积极对农户进行 ＰＣＡ 培训和建立农业生产专业化服务组织（如病虫害统防统

治合作社、蔬菜种植合作社等） 。 沅江市是湖南省传统的农业大县和粮食生产基地，２０１０ 年在

草尾镇①率先试点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改革探索，促进了农业企业或大户从信托公司手

中连片租赁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２０－２１］ 。
农作物病虫防治专业合作社是目前“田田圈”草尾体验店基于农资销售和 ＰＣＡ 培训所建立

的农民合作社之一，核心服务内容是为水稻、葡萄与蔬菜等各类农作物提供全程植保技术服务

和全程解决防治方案。 以“田田圈”草尾体验店为中心，病虫防治的区域服务站个数由 ２０１４ 年

的 ２７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５ 个，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运作半径增加和细密化的趋势，从表 １ 中

农户所在村距离“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路程的统计结果来看，相比于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的作

业半径向外扩展了 １ ～ ２ 公里，统防统治服务的作业面积也由 ８４８４６．８ 亩增加到 １１１１２５．５ 亩，增
幅达 ３０．９７％，经过 ＰＣＡ 培训的机防手人数也由 ２３６ 人增加到 ２４５ 人②。 由于农地流转步伐加

快以及农村市场服务经营组织之间竞争的客观存在③，“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下辖的农作物病

虫防治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农户数量呈现出减少趋势，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８０１ 户减少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３６６ 户，减少的农户以水稻种植面积较小为主要代表。
对比农户家庭生产经营决策者特征信息的均值和统计分布，加入与不加入农户在年龄和受

教育程度上未发现存在明显差异性，而在经营耕地面积上表现出较大差异，加入“田田圈”农业

服务中心的农户多以规模农户或种田大户为主（见表 １） ，而且加入户的种植规模还呈现出增加

的趋势。 相比于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加入户的水稻种植规模均值达到 ２０５．２６ 亩，增加的面积均值

达到 ３５．１９ 亩 ／户。 作为“互联网＋”发展下的专业化服务组织的“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在信

息、技术、资金和市场支持等方面的农村涉农业务，与规模种植户生产需求的实现对接，促使当

地规模农户与种植大户积极地融入到专业化服务组织。
（二）实证结果分析

对式（６）进行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前，使用变量的相关系数检验发现核心解释变量中服务

的农户数量和服务的农户面积规模之间具有较高的共线可能性，考虑到变量概念的唯一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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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草尾模式” （或称益阳模式）指政府出资在乡镇设立土地信托机构，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

政府的土地信托机构，并签订土地信托合同，农业企业或大户从信托公司手中连片租赁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详细内容参

见张社梅等（ ２０１４） 。
这一统计高于表 １ 中的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农户数，主要是小部分 ＰＣＡ 培训的农户未上岗工作。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ｓｉｔｅｐｕｂｌｉｓｈ ／ ｓｉｔｅ１ ／ ｘｗｚｘ ／ ｂｍｄ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３０７．ｈｔｍｌ。



模型估计中选择服务的农户面积规模这一变量。 同时，式（６）中的控制变量选择问题可能使得

标准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扰动项存在异方差，使用似然比检验（ ＬＲ）发现本文实证模型接受同方差的原

假设。 具体的计量结果分析如下：
（１）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是影响其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假说 １

得到验证。 “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不仅是农资电商的乡村销售终端，还同时将“互联网＋”因素

嵌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突出地表现为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深化。 “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提供

生产、技术和销售信息的同时，组织农户间的分工合作，例如成立病虫害防治合作社或者特殊农

作物（如葡萄、黄瓜等）生产合作社，突破了单个农户在规模化过程中的生产劳动配置、资金流

动、信息及技术获取、营销渠道构建和风险规避等瓶颈约束 ［１６］ ，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满

足了自身的生产需要，还通过协作而拓展了农村社会化服务项目，拓展了农业生产收入以外的

服务性收入来源。
（２）农户农业生产模式选择变化对其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具有负向影响，假说 ３ 未

得到验证。 表 １ 中关于农户农业生产模式（稻作模式）选择变化的统计结果显示，单季稻种植面

积占水稻种植总面积的比重呈现递增趋势，相比于双季稻，单季稻具有节省劳动和生产周期短

的特征，但单位耕地产出水平和经济收益往往却低于双季稻。 农户尤其是种粮大户，土地的经

济产出的最大化是影响其生产行为变化决策的主要依据，其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不仅

在于获得分工合作以满足生产的需要，更是为了保障收入预期的稳定性。 从当前生产实践来

看，农业生产模式选择变化对农户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具有负向影响，主要取决于缩减

的双季稻种植面积所带来的农业收益减少与增加劳动配置用于社会化服务所带来的服务性收

入之间的比较。
表 ２　 不同样本基于二元选择模型的实证结果

变量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混合样本

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 ０．１９４２∗∗∗（ ０．０４５５） ０．６９６３∗（０．３７１８） ０．１３７１∗∗∗（ ０．０３０７）

服务的农户面积规模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５７）

农业生产模式选择 －０．２５２３（ ０．６９５１） －０．５２３４（ ０．８２７５） －０．３６４５（ ０．５６４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样本数 １８０１ １３６６ ３１６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８３８ ０．２０７０ ０．１０７１

似然比检验（ ＬＲ） ９３．２３（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１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７．９５（ ０．０１２２）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通过 ０．０１、０．０５ 和 ０．１ 的显著性检验；表中的似然比检验（ ＬＲ）非异方差

检验所汇报的结果。

（３）服务的农户面积规模对其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具有正向影响，假说 ２ 得到验

证。 农业生产专业化服务外包市场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专业化外包服务性组织的产生、发展与

壮大，其中“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开展的业务中，构建新型农村服务性生产组织一直是活跃的

内容之一。 专业化的外包服务组织通过专业化技术示范、传播和带动 ［２２］ ，增加了农户对生产环

节外包服务的可信程度和托付意愿，也反过来为服务提供商（或组织、个人等）更好开展和实施

外包服务提供了基础和运作范围，从而降低了服务内容的单位成本，最终实现服务提供商和服

务购买农户的经济双赢。

六、简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是当前“互联网＋农业”浪潮下立足于农村和农业生产实践而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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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化服务组织之一，依托农资产品的销售网络，积极开展生产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服务，及时

准确地向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技术、市场信息和资源配置，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本文以湖南省益

阳市“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为例，阐述“互联网＋”嵌入专业化服务的具体运作模式，分析农户

响应或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是影响

其加入决策的主要因素之一，服务的农户面积规模对其加入具有正向影响。 受限于缩减的双季

稻面积所带来的农业收益减少与增加劳动配置用于社会化服务所带来的服务性收入之间的综

合比较，现阶段农户农业生产模式（稻作模式）选择变化对其加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具有

负向影响。
基于本文样本统计和研究结果，将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的发展需要注意到以下三个方

面：（１）真实、有效地对接农户需求。 “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来源于农业生产实践，相关业务的

开展需要紧“接地气” ，真实地了解农户生产实用技术、金融或市场信息的需求，并根据需求有

效地开展、安排或探索相关的途径与方法，是未来“田田圈”农业服务中心不断成长的主要手

段。 （２）扁平化结构的稳定性有待加强。 农村市场的开放性，使得当前互联网垂直改造农资流

通大潮中不断涌现新的加入者，资本助推“互联网＋农业”景象繁荣的同时 ［２３］ ，也蕴含撤资和利

润稀薄所带来的颠覆风险。 同时，面临其它农资电商的冲击，“田田圈”需要及时调控经销商和

零售商的利润空间，规避加价所可能导致的农村用户群体流失。 （ ３） “田田圈”运行中的信息上

行通道有待加强。 搭载于“田田圈”农资销售网络的信息下行通道基本建设完成，但多层次的

信息上行通道还处于基本起步阶段，未来信息上行通道建设的主要难点在于农户层面，应该加

大便捷、自动化的生产信息扫描和采集终端设备的研发，构建信息多点联网通道、增加后台数据

的备份、传输和数据分析，为实现智能化农业提供尝试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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